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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珠江三角洲移民与城镇化发展历史悠久且相伴相生。该地区当代社会移民与城镇化格局的形成建立在

秦汉至明清的发展基础之上。梳理这一时期的移民历史和城镇化历史，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地移民结构与城市社会

特征。珠三角的移民类型可分为军事移民、商业移民与民族移民，分别推动了城镇格局形成、经济贸易发展与异制

文化注入。伴随南下移民异地思想文化、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带入当地，经与当地文化杂糅、交融，使得岭南城镇文

化形成多元包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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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其成就引

起世界关注。笔者关注珠三角研究超过 30 年，过去

几年组织团队就珠江三角洲移民与城市化开展研

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主题，特意梳理了这一地

区的移民的历史和城镇化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探讨

移民结构与城市社会特征。
一、军事移民与珠江三角洲的筑城运动

珠江三角洲处于中国大陆南部沿海地段，又是

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历代王朝均重视这一区

域的布防，且常派有重兵驻守戍卫。明朝之前，历代

中央政府都有在珠江三角洲派驻军队加强统辖的举

动，但大规模的调兵驻防和修护城池却始自明代。
历史上珠三角的城市规模形成，主要在汉代南

越国和五代南汉国时期。南越国时，任嚣城在原基

础上不断被扩建，但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原旧城便遭

到毁弃，另在今广州市番禺区桥北一带重新设置新

的番禺县。原因是这时广州与南海诸国海上交通逐

步开通，南海一些国家经常前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

番禺作为当时岭南交通枢纽，遂逐步成为珠三角重

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直到三国时期，吴国分交州而

置广州，广州始以独立的行政区域日益凸显出其区

域中心的地位。
五代时，岭南地区为南汉政权所统辖，广州作为

南汉政权的都城所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的发展。
早在唐末天佑年间( 904－907) ，身任清海军节度使

的刘隐即筑造平禺山，扩建广州城。至南汉建国，60
余年间，城中土地尽为官宦居所占有，城中一般百姓

分别迁居城中东、南、西三地，乃使得城区面积不断

扩展。刘岩在位时( 889－942) ，最大的工程便是扩

建兴 王 府 城 南 区。南 城 建 设 始 于 唐 天 佑 三 年

( 906) ，黄巢起义军进入广州后遭到破坏，后刘岩着

手建设新南城。“此次扩城，主要是把城南番、禺二

山凿平，在城东西开辟东、西二濠，将城市扩展到珠

江边，成为广州的商业活动区，时尚无城墙围护，刘

岩时始筑城，称新南城。南面有门、名鱼藻门。”［1］

宋朝统一中原后，实行新的军事制度，时兵源主

要来自当地户籍和招募的士兵。随着时间的推移，

受募者职业化成为地方上长期脱离生产的募兵制士

兵。宋徽宗时，募兵制在珠江三角洲推行，当地士卒

在维护地方安宁的同时，也参与到珠江三角洲城镇

的兴建中。北宋时期，广东各州县治所仍然只是残

破不堪的“子城”。熙宁元年( 1068) ，政府将原赵佗

古城和当时广州城合为一城，并于当年十二月完工。
熙宁四年( 1071) ，政府又对广州城进行修缮，并进

一步扩建了西城。经过此次扩建，广州城市已经具

有了规模化，“全城面积 20 平方公里。其范围东至

今越秀路，西至今人民路，南至今大德路，北至今东

风路。”［1］至南宋时，广州城仍然以原广州城址规模

为主，没有大的扩建。
元朝前期，广州城又进行了修建，这是因为时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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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城由于宋元易代，破坏严重，大一统后，元朝政府

乃对其展开修缮工作。郭棐《广东通志》称: “至元

十五年( 1278) 正月，诏夷广州城隍。三十年( 1293)

复修之。”［2］经过此次修复，广州城在原基础上又得

到了进一步扩建。
明朝中央政府为了防范北方民族南下入侵和维

护地方社会秩序，在通常行政建置体系之外，又实行

卫所军事统辖体系。明代卫所制度是明统治者以唐

朝府兵制为基础创建的一种独特军事制度。“卫”
“所”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单位，随着卫所的设置，围

绕卫所指挥中枢，择地筑城，屯军驻兵，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管理体制［3］。明朝中央政府为维护珠江三

角洲的社会稳定，在这里设置了严密的卫所体系，由

于当时广州是广东省会所在地，因此中央政府先后

在广州设立了广州左卫、右卫、前卫和后卫，同时在

其他沿海地区设立了南海卫、惠州卫和肇庆卫，并于

东莞、香山、四会和从化等地设立千户所，派驻大量

的兵力屯守于此，一时间珠三角许多城镇因卫、所军

事人口的移入而逐步兴起。
广州是历代珠江三角洲的首府所在地，明朝以

前广州城已经颇具规模，番禺和南海亦已分境而治，

共有三座旧城。在洪武年间修建卫、所城池的过程

中，广州城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获得规模性扩展。
“明洪武十三年( 1380) ，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

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以广之粤王台山包入十

之九，今称内城，谓之旧城，又谓之老城，周二十一里

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高二尺，下广三丈五尺，

为门七，曰正北，稍东曰小北，曰正东、曰正西、曰正

南，稍东曰定海，西曰归德。城楼敌楼七，警铺九十

七，城东西之外，因旧浚池惟北一面枕越秀山，乃于

正北门外筑宝城以蔽之。于东北城下置小水关防以

石柱 以 疏 城 渠 之 水，复 于 山 左 建 五 层 楼 名 曰 镇

海”［4］。明朝后期又增筑南城、定海门月城等重要

城楼，广州城规模得以继续扩大。
卫所军城的体系较为复杂，县镇所设立的卫、所

同样也修建有新的城池，以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
例如，东莞“洪武十四年开设南海卫，十七年，指挥

使常懿始筑新城。包钵、孟道二山于内外砌以石城，

周围一千二百九十九丈，高二丈五尺，上广二丈、下
广三丈五尺，门四，东曰和阳门，西曰迎恩，南曰崇

德，北曰镇海城，门楼四，敌楼四，警楼铺四十，水关

二，水门一，雉堞二千零三十一，吊桥三，石桥一，濠

一千三百五十丈，涧三丈，深三丈五尺”［5］;“惠州府

城在省城东南三百里，明洪武三年( 1370) 知府万迪

始建，同守御千户朱永率军民分筑，二十二年，既立

卫，乃扩今城为门七，东曰惠阳，西曰西湖，南曰横

罔，北曰朝京，小东门曰合江，小西门曰东升，水门曰

会源。门上为敌楼，旁列窝铺二十八。”［6］除了府城

修建外，在各地卫、所城镇还建有衙署、教场和监狱

等国家机器以便城镇的管理，例如，“兵署惠州卫与

府同城而署，在府署之东南，即五通庙地。洪武二十

二年( 1389) ，指挥使朱福始建，正统九年( 1444) ，指

挥使张纲、同知张英、李福佥事陈聚重修。嘉靖十五

年( 1536) 重建，中为堂、左翼为经历司，右翼为知

事。有后堂有宅二十四年毁有军器局，有吏舍，有旗

纛庙，在知事厅后。嘉靖三十年，指挥同知吴，建城

南一里为教场。”［7］

明朝修建卫、所城镇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军事

力量，震慑地方和维护社会秩序，与之相随而实行的

是军事屯田制度。进入岭南的军官士卒大都携家带

口隶籍于卫所，他们“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因此，

军事卫所城镇同时伴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场所。起

初卫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并不参与市场交

易，但随着其生产规模的庞大、生产技术的成熟、工
匠数量的增大，在地方社会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特

别是随着明代中后期的赋役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松

绑，卫、所军城开始出现转型，遂亦为民间手工业和

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随着历史的变

迁、人口构成的复杂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卫所军城

体系的军事功能在不断下降，部分城市叠加了行政、
文化和经济等新的职能，从而演变为新的综合性城

镇，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体系因此得以发展、完善。
二、商业性移民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推进

经济贸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珠江三

角洲自古以来凭借优越的海外贸易地位，其经济获

得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商业移民的南下

也对其城镇发展产生影响。在中国移民史上，珠江

三角洲历来是中原移民南下的重要迁入地，他们中

不乏有许多商人移民。中国传统社会实行重农抑商

的政策，古代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商人处于最

低层。但珠江三角洲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门

户，也是历代中央王朝税收的重要来源地之一，自秦

汉始，快速发展的商业和贸易交流吸引着大量的内

外商人来此交易，商业移民的进入为珠三角经济的

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殊的地理优势，使珠三角地区的商业文明自

古就较农业发达，而交通道路的开辟和发展、大批中

原移民的南下，促进了珠三角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并形成了这一地区最早的一批商业化城镇，番禺在

汉代已是当时全国八大商业都会之一。秦汉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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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早在秦朝征伐岭南之时，

由于兵源紧张和财政困难，商人遂逐渐成为秦朝征

兵的重要对象，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 214) ，曾“发诸

尝逋 亡 人、赘 婿、贾 人 略 取 陆 两 地，……以 适 遣

戍。”［8］至汉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贸易更加频

繁。当时中原地区的商人由于受到政府的排挤，其

从商环境比较压抑，相反，珠江三角洲却有着自由宽

松的商业环境，因此，大量的商业人才进入珠江三角

洲地区，推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同时吸引

中原地区商人南下的还有珠江三角洲丰富的土特产

和海舶品，据《汉书·地理志》载: 因其“处近海，多

犀、象、玳冒、珠巩、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

取富焉。”［9］南下商人带动了中原地区和珠江三角

洲之间贸易的联系，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商业繁荣。
海外商人也是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商业移民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商

业繁荣的重要群体。唐代以前，外商由海上进入广

州贸易者数量有限。唐宋时期，政府开明的政策和

开放的社会风尚，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来到广州开展

商业贸易，时广州已成为外商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
唐朝始通大舶，蛮人云集，商贾辐辏; 入宋以后，“岭

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泛海

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朱香、琉璃

之属，禹不能名，呙不能计。”［10］以广州为轴心的珠

三角地区，乃在中外及南北商业贸易交流中逐步成

为十分活跃的地带。
唐代 以 来，多 称 来 华 经 商 的 外 国 商 人 为“蕃

商”，虽未有具体所指何种民族和国家，但多以自南

海而来的海商称之，后多指波斯、阿拉伯商旅。
广州是当时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也是这些外

商云集荟萃之地。这些蕃商在华经营的方式多种多

样，他们中有的与中国商人直接进行大宗的商品交

易以换取商品; 还有的在广州居留下来，自己开设店

铺开展商品交易。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

表》称，“诸藩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瑧，倍于恒数。
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

列肆而市，交通夷下，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

缺。”［11］鉴真和尚在广州时，见到“江中有婆罗门、波
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 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
蛮等往来居( 住) ，种类极多。”［12］众多的蕃商聚集

在广州，为照顾其生活习惯和风俗信仰，唐政府于广

州城内专门设一蕃坊，用于外商定居。蕃坊由蕃长

管理，蕃长“由蕃官为之”，对内“管勾蕃坊公事”，集

商业、宗教及司法权于一身; 对外则“专切招邀蕃商

入贡”［13］。这些蕃商定居在广州后，和当地土人杂

居、婚娶相通，影响了广州及其周边城镇人口的增

加。据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称，黄巢攻陷

广州，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

教徒、拜火教徒，就有 12 万人被杀［14］。这一数字虽

不免夸大，但足见这时居广州的外商不少。
宋朝，来广州贸易的外商数量远远超过唐朝，此

时广州的蕃商主体是阿拉伯商人。由于宋朝中央政

府的限制，不允许这些外商进城和市民杂居相处，因

此他们不得不迁往其他地区另寻住处，后逐渐形成

了蕃商和市民分居的格局。宋时的广州城中有一玳

瑁巷，玳瑁为蕃商来华贩易的主要商品，以此为街巷

之名，显然与蕃商有关，或为蕃商于此交易玳瑁，或

为贩易玳瑁的蕃商居住于此［15］。后来随着宋朝中

央政府政策上的宽限，这些外商在当地贸易的同时，

有些人也与当地人进行了通婚，如“元佑间，广州蕃

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

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院。朝廷方悟宗女嫁

夷部，因禁止。”［13］另外，宋神宗时期的蕃商辛押陀

罗以大食勿巡国进奉使的名义来华朝贡，后任广州

蕃坊的蕃长，并资钱粮“进助修广州城”［16］。他在广

州居住时，“开导种落，岁致梯航”［17］，因在发展宋与

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中多有贡献，而被封为“归

德将军”。
宋朝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商业贸易，也同样吸引

着中原内地的商人开始不断的迁移到这里。南宋时

期前来珠三角经商的东南沿海海商亦有从事走私贸

易的，宝安县大奚山( 今香港大濠岛) 自淳熙四年间

( 1174－1189) 以来: “多有兴化、漳、泉等州逋逃之

人，聚集其上”［18］，造船只从事走私食盐的活动。到

宋末元初，大奚山岛的居民已达到数百家，这些外来

的走私商贩定居于此，对当地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明清时期是外地商人进入珠三角经商的重要时

期，这时活跃在这里的外省商人主要来自福建、浙

江、安徽、江西等地。崇祯七年( 1634) 《兵部尚书张

凤翼等为广东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题行稿》云: 闽商

“聚食于粤，以奥为利者，已不下万人。凡私物通

夷，勾引作歹，皆此辈为之崇”。这些闽商中还不乏

参与走私者，因此广东官府称:“大蠹则在闽商”［19］。
另据明人张瀚曰:“南宁、太平控遏两江，苍梧开府，

雄镇一方，多珠玑、犀齿、毒瑁、金翠，皆自诸夷，航海

而至，故聚于粤之东。”［20］南昌商人“无论秦、蜀、齐、
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连忘返者十常四

五。”［21］正德、嘉靖间歙县人许秩贸迁于大江南北，

“南迄闽、广，北抵兖冀……积十余年，已殷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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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时政府以广州、徽州等地商人为客人经商

的纲纪，经营广州和澳门之间官方垄断的对外贸易，

显示出安徽商人在广东贸易中坚实而牢固的基础。
这些来到珠江三角洲经商的外省商人，一部分留居

当地，乃成为珠江三角洲商业城镇发展的重要推动

者。
清政府实行海上一口通商政策，以广州十三行

来专门处理外商贸易，而十三行中有不少非广州的

商人。清时佛山成为继广州之外外省商人活跃的城

市，他们多从事与内地之间的贸易。康熙二十五年

( 1686) 佛山设置金丝行，乃取得岭南内贸批发中心

的商业地位。佛山借此吸引了大批的外省商人，山

陕、江浙、徽 州、福 建、江 西、湖 广、广 西 等 地 的 商

人［23］皆汇聚于此。这些商人对珠三角与内地的商

业联系多有贡献，也增添了珠三角区域内城镇的商

业氛围，珠三角地区也因此成为外省商人聚集的重

要区域之一，特别是当地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使得

其货币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超其他地区。
近代以来，珠三角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

岸之一，仍然吸引着中外商人来此贸易。这时西方

先进的工业和技术开始渐次传入珠江三角洲，为珠

江三角洲城镇经济向近代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民国时，中原因战争频仍和社会动荡，许多商人

逐渐南下，在广州及其周边城镇形成许多商业团体。
这些商业团体对这一时期珠三角区域商业城镇的发

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民族性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异质文化的传入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先秦时期，

广东省内居住有南越、西瓯、骆越等民族群体。自秦

统一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历代对岭南的开发和

经营，民族间融合和同化频繁，广东乃形成以汉族为

主体，并拥有瑶族、壮族、回族和满族等民族的人口

格局。珠江三角洲原居民以越人为主，秦汉以来中

原民族大量南下，在中央政治统治及其强大的文化

影响下，当地越族逐步融合于外来的汉族之中，但那

些居于山林，或偏远地区的越人，则仍然保持着传统

的生活，之后以“俚”“夷僚”“俚僚”称之，并逐步成

为汉民族的一分子。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之外，先

后有瑶、壮、回、满等民族人口的迁入。瑶族迁入广

东，约在五代或宋朝时期，仁宗庆历( 1041－1048) 前

后，粤北部分州县已有瑶族活动。《宋史·蛮夷列

传》云:“庆历三年( 1043) ，桂阳监蛮猺内寇，诏发兵

捕击之。蛮瑶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长宁县属于

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形千余里，蛮居其中，不

事赋役，谓之猺人。”［24］其后，历南宋、元、明、清，陆

续有瑶族迁入［25］。据一些瑶族族谱和进入广东的

瑶族来源地来看，他们大多数来自湖南，也有少数人

由广西、福建迁来。明清时期，尚有不少汉族人徙居

广东瑶区，并融入瑶族中。《明世宗实录》云，“广东

新宁( 今台山县) 、新会、新兴、恩平之间，皆高山丛

箐，径道险仄，奸民亡命者辄窜入诸瑶中，吏不得

问。”［26］道光《东安县志·外纪》亦载，东安( 今云浮

市云 安 县 ) 县“往 往 有 奸 民 窜 入 瑶 中，紊 乱 旧

章。”［27］屈大军于《广东新语·人语》中谓，罗旁( 在

今罗定县南) 瑶，“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其

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

遂为真瑶。”［28］

瑶族文化内含丰富，其古老的神话、种类繁多的

民间文学、歌谣、谚语保留了不少本民族历史内容。
过山榜是瑶族人民用汉文记录本民族历史的文献，

它记载着瑶族族源、迁徙和远古时代的经济、文化、
婚姻和习俗等。瑶人生活区域多在山区，其以种植

杂粮和山稻为主，农闲时节集体狩猎，与外界联系较

少。但瑶人所织衣料“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

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

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

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29］这一制作工艺生产

的布料经久耐用，质量上乘，远近闻名。汉瑶之间因

此有了商品往来，山区瑶人也与珠江三角洲市镇有

了密切联系。
壮族的迁入主要是在宋元时期，至明朝，广州府

之清远、增城、从化和连州及其属县阳山、连山，肇庆

府之德庆、封川、开建、广宁、阳春、阳江，高州府之茂

名、信宜、化州、电白，罗定直隶州之东安、西宁和广

西梧州府之怀集凡四府一直隶州十九州岛县［30］，到

此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布了大量的壮族。除了这

些主要的少数民族之外，还有畲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迁往了珠江三角洲地区。
壮族是岭南古老的民族之一，壮族的先民属于

古代百越族群，与西瓯、骆越有血缘递承关系。历史

上有过不同的他称，如僮、撞，或俚、乌浒、峒民、僚、
俍等。明代广东壮族分布较广，广州府之清远、增

城、从化，肇庆府之德庆、封川、开建( 以上两县为今

之封开县) 、广宁及阳春、阳江等地均有壮人。顾炎

武于明清之际云: “( 僮) 亦习中国衣冠、言语”［31］。
入清之后，随着珠三角城镇规模的扩大及汉族主流

社会的延展，珠三角壮人逐步融入汉族中。至清末，

除粤西北的连山厅和怀集县，其他地方已很少见到

壮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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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珠三角的回族主要分布在广州、肇庆和佛

山。其来源主要有二: 一是唐宋期间入粤贸易的信

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和大食番客的后裔; 二是明清时

期由中国北方迁来的穆斯林官兵后裔、落籍于此的

商人和宗教职业者等。明代回族主要留居广州和肇

庆，清朝部分回族亦居于佛山，但他们中大部分人于

民国时期再迁移至广州。明清时期的广州回族主要

生活于怀圣光塔寺、濠畔寺、东营寺和南胜寺周边，

肇庆回族则以其所建清真东寺、西寺为社区。他们

善经商，与珠三角城镇商业联系广泛，是这里城镇经

济中的活跃分子

珠三角满族迁入于清朝，当时清政府为了维护

岭南的稳定和社会秩序，于乾隆二十一年( 1755) 到

三十二年( 1766) 的 12 年间，令京、津满洲八旗的

1500 名官兵，分别携带各自家眷迁往珠江三角洲进

行驻防。这些人定居当地繁衍生息，发展成为今天

的满族，族人称其为“落广祖”［33］。这些驻粤八旗子

弟，多生活在广州“旗民区”，驻地于广州府的南海

县( 今越秀区光塔路、惠福路一带) 。民国建立后散

居在越秀区境内［34］。
以上少数民族迁入珠江三角洲，为当地的社会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民族迁移相伴随的是文化的

传播，这些少数民族进入珠三角的同时，也将他们民

族特有的文化也带入这里，其各自所具有的异质性，

亦促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推动了城

镇社会的发展，从而为珠三角多元文化的生成奠定

了基础。
四、移民对岭南文化形成之影响

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历来均伴随有农业、手工业

等一系列技术交流和文化的传播。历史上北方地区

不间断地移民融入，自然也催生了岭南文化多元化

格局的形成。进入岭南的移民中，有世家望族、底层

流民、戍边军士、流放罪犯、商业移民和贬谪官员等，

他们将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

带入当地，为岭南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与当地文

化杂糅、交融，使得岭南文化丰富多样，颇具地域特

色。
秦汉时期是岭南地区得以开发的重要阶段，这

时迁往岭南的移民多为因南征而遣戍并占籍岭南的

军人。这些南迁的中原人将北方农业方式和手工业

技术带入岭南，尤其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传入对岭

南农业进步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而移民中的商

人、官吏等，则将中原的礼乐文化传到岭南，促进了

中原文化和南越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得岭南社会

在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开始受到中原地区影

响。
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

治策略，儒家文化成为整个汉帝国社会文化的核心。
中央政府在全国设立学校，以教习儒家学说。时迁

往岭南地区的中原官民也随之在当地设立教育机

构，将儒家文化传入该地，从而拉近了岭南与中原的

联系，儒 家 文 化 逐 步 植 入 岭 南 地 区 伦 理 道 德 中。
“一些地方史籍中就有所谓岭南‘巨孝’的记载，如

有寒夜温席，让父母安睡的; 事亲理家，以至于退让

产业的; 更多的是双亲亡故，守墓三年的忠孝行为等

等。”［35］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于岭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迁居岭南地区的中原移民多

为世家望族和一些流民。这时东晋与南朝为加强对

岭南移民的管理，在当地设置了侨置郡县以安置北

方移民。新设侨置州县内，推行中原礼教文化。地

方官吏修牌坊、建宗祠，使以孝悌和烈女为核心的伦

理道德观念逐渐成为岭南人的生活准则，“其流风

遗韵，衣冠习气，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

州。”［36］与此同时，北方丧葬风俗也在岭南产生影

响。
唐宋时期，随着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圭臬的科举

考试的推行，儒家文化在岭南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此前，岭南文化教育的发展较为滞后，唐朝中央政府

为加大对岭南地区的开发，重视岭南地区的文治教

育，在当地各州县大力设置官办学校，营造文教风

气。官方对文教的重视，也促使岭南私人教育蓬勃

兴起。两宋时，岭南移民人口不断增长，他们中不少

儒学家和官绅，移居岭南后便大力创办学校和书院，

使岭南文化发展进入一个繁盛时期。按道光《广东

通志》、光绪《广州府志》等文献记载，南宋时，岭南

各州均开办有州学，大部分县亦都有县学，官学数量

达到 68 所，所建书院亦已有 41 所。其中较著名者

如南雄孔林书院、潮州韩山书院、海南东坡书院等。
这些州学、县学、书院培养了大批士人，使岭南儒学

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37］。据《广东通志·选举表》
记，这一时期广东高中进士者，唐代有 38 人，宋代则

已达 573 人，他们中涌现出不少儒学家，如刘轲、吴
武陵、赵德、王大宝等，亦不乏因科举而显身者，王大

宝即在宋高宗时考中进士，后历官至礼部尚书［38］。
明朝中央政府于岭南遍设卫所，派遣大量北方

军士南下驻防。这些官兵在岭南长期的戍防中，也

将自己的传统思想、行为方式融入到当地社会中。
至明末清初，清兵入关，明皇室后裔及遗臣进入岭

南，在忠君观念和民族意识影响下，岭南各地掀起了

声势浩大的反抗清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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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岭南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文化教

育事业也获得很大发展。各地府、州、县学体系逐步

完备，社学、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城乡各地，民间

社学发展尤其迅速。雍正《广东通志》载，时广州府

社学数达 306 所，数量最多; 肇庆府位居第二，有 75
所。此外，惠州府 58 所，潮州府 47 所，韶州府 44
所，高州府 32 所，廉州府 30 所，琼州府 27 所，雷州

府 17 所，南雄府 16 所，连州 9 所，罗定州 6 所［41］。
清代岭南社学的发展反映了这时乡村文化教育的普

及和发展。
清代岭南经学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产生了许多

经学家。惠士奇、全祖望、钱大昕等名儒不仅在研究

经学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推动岭南经学发展中也

做出了贡献。对粤派经学发展影响较大的阮元创办

学海堂，开创了广东朴学风气，为粤派经学发展培养

了大批人才。
总之，在珠三角历史发展进程中，北方移民人口

及其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尽管岭南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受到多方、
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历代中原移民及中央王朝的政

治统辖在其文化形成中，无疑据有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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